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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高质量就业的问题和出路

侯启缘  张弥

2018年1月2曰，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布，《意见》强调了“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并明确提出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本文旨在从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出发，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出路，解决问题：

一、研究综述
从全球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劳动力在第一产业的比重减少，在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加”，“第二产业部门在产值份额持续上升的同时劳动力份额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第三产业部门在产值份额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的同时，劳动力份额呈现上升幅度较大的趋势”。

国外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起步于19世纪下半叶，其中最为经典的理论模型分别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型以及托达罗模型，三者均以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提出城市中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充足的投资，吸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种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对于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也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托达罗模型的反城市化理论也提出了应当警惕农村劳动力过快向城市转移的不良后果，同时舒尔茨也强调了“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的重要性。  

国内很多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鼓励迁移派、数量减少派和质量下降派。    

鼓励迁移派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提高了农民收入。周天勇从城乡要素流动的角度分析，“人口流动是使城乡、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获利的社会经济过程，应当鼓励、保护和规范，而不应限制”，应当通过“土地产权改革、废除户籍制度等措施，盘活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蔡昉从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清除了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到最大化积累的同时，劳动力重新配置明显改善了生产率”。

数量减少派则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导致了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对农业劳动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王国敏等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认为“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使农业出现‘空心化’的趋势，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会减少土地的收益规模，同时也会降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导致粮食产量降低”，并提出农民“兼业化和就地就近就业”，田先红等对农村地权配置进行分析，发现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农村土地大规模的流转，不同阶层的竞争，往往导致了土地的闲置和非农用途，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率”。

质量下降派则认为，农村劳动力转侈导致了农村年轻人口和高质量人口的外流，对农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李士梅等从劳动力结构的角度出发，发现“年龄较轻且有一定技术经验的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的程度加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新技术的使用和进步”。

综上所述，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鼓励和限制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观，就经济层面而言，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是调节人口流动和就业的本质驱动力，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机制。本文的目的也是运用经济学规律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就业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新的出路。

二、涉农劳动力就业存在和面临的问题

我国的涉农劳动力大致可以分为农业领域中的就业劳动力和不稳定流动中的农民工劳动力，后者主要包括进入城市六个月及以上的农民工以及本地或农村中就业的劳动力，例如，短工和非农业就业等。针对这一劳动力群体展开研究，发现以下两个问题。    

（一）我国第一产业堆积了过多的劳动力

据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2017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为26.9%，在统计的19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18，按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2016年的数据为4355.9美元／人，在统计的15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89,低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6269.2美元／人，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堆积情况，本文还选取了亚洲的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同等人均GDP阶段以及与我国同为中高等收入国家的部分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标研究。

亚洲的部分后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选取的是文化同源、地理位置相近以及发展进程相似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将这三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所处时期整理如下。

日本是最早并且成功实现二元经济转型的国家，1980年日本的人均GDP已达到9000美元，当时城市化率已达到76.18％，农村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不到10％；韩国自20世纪50年代城市化开始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涌入城市，人均GDP为1990年5400美元，1993年8740美元，2010年为22086美元，农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990年16.37％，1993年为13.48％，2010年则仅为6.57％；中国台湾在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40年中，经济高速发展，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同步进行，人均CDP为1990年8216美元，1991年为9136美元，201O年为19278美元。相对应的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1990年为12.9％，1991年为12.2％，20lO年为5.2％。我国2017年的人均GDP为8836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通过与日、韩、台对比可以发现，在同等GDP情况下，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至少多了13％，即农业领域多堆积的劳动力至少有10093.2万人。

在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本研究选取了马来西亚、巴西和墨西哥进行对比研究。列举了这些国家近五年的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比其他三个国家高13.8％-20.2％，相比于世界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差了10％以上。    

总的来说，无论是与后工业化国家同等人均GDP的时期，还是与当前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进行对比，我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比例都是显著偏高的，我国的农业领域堆积了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我国虽然土地生产率居于世界前列，但由于农业劳动力基数过大，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始终处于较低水乎。   

（二）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成为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特殊问题

农民工作为涉农劳动力中的一个群体，虽然在城市工作，但其户籍仍在农村，未实现市民化。据统计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增速为1.7％，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这样一个庞大并且还在持续增长的群体并没有实现稳定就业，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户籍管制引致农民工的不稳定就业。我国自1958年以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意味着我国建立并开始实施城乡人口的户籍管制制度，将户口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一直延续至今。这加剧了我国城乡居民身份认同的等级割据，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未建立，农民工的工作往往具有岗位不固定、薪资待遇差、权益保障不足以及技术含量低等问题，导致了农民工就业的非常规性；同时，户籍制度在社会保障、医疗以及教育等方面也具有分离作用，农民工难以享受城市生活的公共服务，导致其就业的脆弱性。

其次是城市的高生活成本抑制农民工落户。农民工落户的首要问题是其低收入难以支付城市的高房价，根据2017年数据，我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3485元，由于农民工并非全家进城务工，有部分家庭成员留守，按照一家两个劳动力按城镇收入的1.75人折算，年收入为73185元，全国商品住宅房销售均价为7931元／平方米，90平方米的房价为71.38万元，房价收入比为9.75，即农民工家庭不吃不喝，积攒9.75年，才能买得起城镇住房，可见我国农民工不具有购买城镇住房的能力；同时，在城市中，农民工子弟入学难、借读费等不合理收费的情况仍然存在；农村新农合医疗报销也存在只报销住院费、报销程序繁琐、报销比例远低于城镇医保等问题，即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严重不对等。故而，城市生活对于农民工而言成本过于高昂，无法实现举家迁移，农民工虽然长期进入城市务工，但其个人终究不能脱离家庭，从而抑制了农民工的市民化。

最后是土地制度存在退出障碍。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面临的最大困惑，在于土地集体所有导致了土地的价值虚无，财产只有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其具有的价值。根据当前法律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仅具有使用权和承包权，土地不能够通过买卖、抵押等方式变现。虽然在201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1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承包地可以抵押债款，但具体方案并未落实，配套的银行贷款体系尚未建立，土地的价值仍然需要通过征地补偿来实现；我国的征地补偿制度存在着不平等和不确定性，近年来征地补偿标准有了一定的提高，补偿标准却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由于寻租问题以及企业和个人从中牟利等情况，农民到手的补偿款往往会大幅缩水，征地补偿制度本身也具有着不确定性，不能作为土地的常规退出机制。

我国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导致了土地的价值对于农民而言具有不确定性和虚无性。作为农民在农村主要资产的耕地和宅基地无法变现，从而被土地所绑架，城市的资本和技术也由于农村土地用途变更受限而无法进入。这不仅阻碍了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也抑制了城市进一步发展。

总而言之，一方面，我国的农业领域存在着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导致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升，涉农劳动力无法在农业生产中实现稳定和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以及现行土地制度，难以使农民市民化，并在城市实现稳定就业。这两大问题是造成我国涉农劳动力就业不稳定、就业质量差的症结所在。

三、提升涉农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出路    

提升我国涉农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在于打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释放农业领域堆积的过剩劳动力，同时，引入城市的资本和技术，进一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出路，解决问题。

（一）人口和要素的双向流动才能实现高质量就业

盘活城乡二元经济的核心在于打破城乡人口和要素双向流动的壁垒，即重新赋予农村劳动力迁徙自主权，同时建立城市技术和资本投入农村的渠道，这对于涉农劳动力扩大就业机会、提升就业质量以及实现就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方面，应当打通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通道并建立配套的劳动保障体系。新时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应当仪仗是保证其部门之间的工作流动自由，更应当取消户籍制度，打破身份认同，实现市民化的劳动力转移。通过建立配套的劳动保障体系确保农业劳动力能够在非农业部门拥有立足之地并享受到公平的待遇，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保证用工单位在选择劳动力时以能力和岗位适应性作为标准而不以非农业户口作为门槛，并保证农业转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同工同酬，坚决抵制歧视性条款，在此基础上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进行基本的住房保障，不仅最终实现农业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也能够有效解决二三线城市房地产产能过剩，规避炒房风险。    

在城市要素进入农村方面，应当先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导，以发挥农村特色为基础，以提升农业技术、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畅通农业信贷融资渠道、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打造生态农村等方面为着力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发展城乡交通、通信和金融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并发挥“乡贤”、基层干部等的作用，引入城市的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若城乡要素流动渠道能够顺利打通，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将减少，若各产业生产总值不变，短期内可达到世界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3％，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将提高为7214.96美元／人，是原来的1.66倍，而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其生产率将提高为16346.61美元／人，是原来的3.75倍；长期来看，若能最终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则农业就业人数占总人数比例将达到5％以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将达到18816.62美元/人，提高到原来的4.32倍。而此计算基于的假设尚未包括农业生产技术进步、规模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各产业部门产值的大幅增长。由此可见城乡要素流动渠道的打通对于农业劳动力收入提高是显著的。    

（二）农村土地应当通过市场机制再配置

农村土地应当在保持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再配置，放宽行政管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的灵活性和经济效益，并与劳动力配置相结合，从而提高未能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收入。

首先，利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农业用地的规模效益。在农业用地的生产和管理上，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培育小农户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例如，家庭农场制和股份合作农场制等。在具体操作上，以自愿承包和因地制宜为原则，鼓励具有一定种植能力和经验的种植大户进行规模生产，并在与村委会确定农村承包合同的基础上，开通并引导承包户工商注册登记，可按照个体工商户、股份有限公司和合伙企业的类别进行登记，保护承包户依法独立进行农业经营的权利，确保其稳定地进行种植、生产和经营活动；前期投入方面，对种植户进行有效的政策扶持和农业技术培训，保证种植户能够适应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引导农业生产向机械化、科技化方向发展；进行示范农场经验交流和学习活动，让规模效益看得见，鼓励有能力、有经验的农业劳动力承包土地进行规摸农业生产；推广农业保险制度，确保大规模生产的农户具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政府应当建立农产品价恪保护和价格补贴政策。

其次，优化农村土地结构，合理配置劳动力。通过卫星监测技术，对我国的农村土地进行系统的排查，将错配的、不适合农业生产的土地进行回收并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将土地用途转向非农业配置；对由于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而闲置的宅基地重新定性，由国土资源部门、工商部门和村组织进行重配，公开承包或招投标。另外，农村闲置土地的非农业用途重配，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应当以服务农业生产或与农业生产配套的非农产业为主，例如，肥料加工、农业机械、农业科技以及乳业加工等，从而形成配套的产业园区，进一步提升农业劳动力的收入。    

（三）进行土地产权改革

土地产权改革的核心在于让农民的土地具有变现的能力，通过明确的土地产权制度改变原有的土地价值实现的非常规性和不稳定性，使农民手中的土地不再是无法流转的僵尸资产，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应当尽快开展农村土地产权的确权工作，明确到具体的村经济组织、承包户和个人，并颁发土地产权证书。在确权过程中，建立土地退出机制，对已经进入城市务工且不具备规模种植能力的农户，进行土地回收，给予合理的补偿，使征地补偿制度常规化、合理化；在此基础上，明确土地财产使用权的特性，保证农民可以对土地进行交易、抵押、出租、继承和入股，同时建立配套的土地承包制度和信仰制度，使从事专业规模生产的农户具有农业生产的机会和资本；对于经济组织和无人承包的土地，由村委会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委托相关企业进行农业生产，其收益作为村民集体财产。

另外，在土地承包的年限上，农村土地承包年期应无偿延长至100一200年，甚至实行永佃制，除国家行政规划和城市建设，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可以通过合理的补偿征用土地外，任何组织不得剥夺承包者对于土地的使用权，以此建立稳定的农村上地承包制度。唯有如此，才能够保障土地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基于稳定的预期而进行长期有效的投入；也可以避免土地承包者滥用化肥农药，过度放牧，而不进行维护和投入的短期行为，防止“公地悲剧”的发生，从而建立有序而长期的良性循环。

（四）保障涉农劳动力的教育公平

对于涉农劳动力教育公平的保障，应当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和进城务工劳动力两个层面展开，主要包括以提升文化素养的义务教育和改善就业质量的职业教育入手。

就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而言，需要进一步提升义务教育的质量，政府应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向乡村倾斜，通过鼓励捐赠、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并定期培训、建立配套的师资和硬件设施以及鼓励优秀学校“一帮一”对口扶助等措施，使农村人口能够接受到较好的义务教育。良好的义务教育不仅提升了农村人口的素质，也为农村人口通过升学的方式进行劳动力转移开辟了更多的机会，另外也应当为农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经济支持。同时，也应当强化农业科技教育，通过农业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下乡组织培训，示范承包户的经验分享，可以提高未转移农村劳动力运用农业技术进行规模生产的能力，改善小农户大规模生产中力不从心的局面，保障农业劳动力的稳定收入。

就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而言，政府应当保障农民工子弟接受到与城市学生相同水平的义务教育的权利，取消身份门槛，禁止对农民工子弟入学设置隐性要求和歧视性规定，让农民工子弟能够与城市子弟“同在一个课堂里”。在收费方面，禁止对农民工子弟收取择校费以及其他城市居民子弟费用之外的收费，并在高等教育阶段给予适当的升学奖励、学费补助和学业贷款政策。对于农民工而言，应当进行专业的、系统的职业化教育，减少政府自身组织的职业培训，通过市场配置培训需求，通过企业与职业学校的联合办学、工学结合、定向培训等，让农民工根据用工需求和岗位意向自行选择培训课程。费用方面，政府给予一定的则政支持，企业通过赞助或者合作的方式给予对口的学校费用资助，满足市场需求的职业培训才能够真正切实有效地保证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    

综合来看，盘活城乡要素流动渠道是基础，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式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并畅通城市要素进入渠道，通过重新配置农村土地来消化和利用流入的资本和技术，实现规模效益和技术升级，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而土地产权改革和教育公平则是为农业转移劳动力融入城市以及农村留守劳动力高效率生产保驾护航。（作者侯启缘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硕士生，张弥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现代经济探讨》2018年第12期

《决策参阅》编委会   主任:张仕民      副主任：刘红      主编：朱二春

地址：许昌市魏武大道与尚德路交叉口许昌科技大市场  邮编：461000 电话：0374-2962258   



